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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动荡、 区域生产分工重构的时代背景下, 探究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

工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分解为紧密度与复杂度两个维度, 利

用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和亚洲开发银行投入产出数据库, 构建指标测度 2007—2021 年 13 个

东亚经济体 35 个行业的贸易协定深度和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程度, 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研

究结果表明, 贸易协定深化能够促进区域价值链分工紧密度和复杂度的提升, 并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

本、 推动技术创新、 提升制度质量和促进投资四条渠道来实现。 异质性分析表明, 贸易协定深化对区

域价值链分工趋势提升相对较慢的经济体、 区域价值链分工水平较低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竞争力较弱

行业的分工优化作用更为明显, WTO-X 条款深度对分工优化的影响大于 WTO+条款深度。 本文研究结

论为东亚经济体完善贸易协定条款设计、 推进更深层次的制度型经济合作、 构建协同共生的地区生产

分工体系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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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近年来,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叠加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共同推动全球

价值链深度重构, 呈现区域化、 近岸化等显著特征。 世界经济进入动荡变革期, 多边贸易体系受阻, 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 美国等西方国家加速供应链 “去风险化” 和制造业回流, 全球生产网络碎片化

与不确定性风险持续累积。 在此背景下, 通过制度型开放与区域经济合作, 稳定并优化地区生产分工,
已经成为中国对冲外部风险、 参与并引领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重塑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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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是全球生产网络中最具活力、 合作最为紧密的地区之一①, 也是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

首要依托, 东亚区域价值链的稳定发展和升级是保证中国双循环畅通与经济安全的关键。 东亚价值链分

工长期以来主要由市场和企业行为驱动, 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相对滞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重要转

折点, 东亚加速了制度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探索。 东亚经济体之间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 ( RTA) 明显增

加, 并且协定条款不断深化, 涵盖内容从关税减让及其他影响市场准入的 “边境措施”, 向知识产权保

护、 竞争政策、 投资政策等 “边境后措施” 拓展。 与此同时, 东亚价值链分工呈现明显的区域化加深趋

势, 反映出东亚价值链从 “全球” 向 “区域” 收缩, 区域内部分工联系明显增强。 在这一背景下, 东亚

价值链分工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呈现典型的区域化特征, 且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加速同步

推进, 从而为探讨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自然实验条件。
本文聚焦东亚地区, 就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 将分工优化分解为紧

密度与复杂度两个维度, 梳理分析 RTA 深化通过降低贸易成本、 推动技术创新、 提升制度质量和促进投

资四条路径, 影响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理论机制; 构建指标测度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协定深度和区域价

值链分工优化程度, 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论为东亚经济体通过更高质量、 更深层次的

制度型经济合作建立优势互补、 协同共生的地区生产分工体系提供政策参考。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文献涉及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测度。 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体现为区域内资源和要素配置效

率, 乃至整体生产分工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 现有文献一般从分工紧密度和复杂度两个维度衡量: 前者

指区域内部经济体之间在生产环节上的相互依赖与协作程度, 后者指在生产分工中涉及产业与环节的多

样性及层次, 更高的分工紧密度与复杂度意味着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 反映出经济体之间

形成了高效的分工协作网络[1-2] 。 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紧密度有两种衡量方法, 一种采用区域内国家间中间

品或增加值贸易强度进行测度[3] , 另一种采用区域内外增加值的相对大小来衡量[4] , 其中前一种方法仅

关注区域内经济体联系, 可能高估分工的紧密度。 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复杂度多基于迪岑巴赫 ( Dietzen-
bacher) [5] 等提出的平均传递步长, 利用区域内生产阶段的平均数量进行测度。 针对东亚价值链分工紧密

度和复杂度的研究并不多见, 且主要基于双边或局部视角, 尚未对区域整体作出分析。
第二类文献涉及 RTA 深度测度。 霍恩 (Horn) 等基于 RTA 条款的异质性特征, 将高频出现的 52 个条款

划分为 WTO+和 WTO-X 两类[6] : 前者是 WTO 框架内已有规定但被赋予更高标准或更强执行力的 14 项传统

议题, 主要涵盖关税减让、 反倾销、 反补贴、 出口税等 “边境措施”; 后者是超出 WTO 现有规则范围的 38
项新议题, 以竞争政策、 投资保护、 知识产权、 环境标准、 劳工权利等 “边境内措施” 为主。 在此分类基础

上, 使用协定涵盖的条款数量和法律约束力对协定深度进行衡量。 霍夫曼 (Hofmann) 等从上述 52 个条款中

进一步选取 14 项 WTO+条款和 4 项 WTO-X 条款, 构建总深度指数、 核心深度指数、 水平深度指数等指标,
全面反映贸易协定深度[7] 。 迪尔 (Dür) 等则选取关税减让、 服务贸易、 投资、 标准、 政府采购、 竞争、 知

识产权七类关键条款, 根据相关实质性条款包含与否进行赋值和测度[8] 。 国内学者多基于类似思路和方法对

贸易协定深度加以测算[9] , 但较少涉及对东亚 RTA 深度的测度分析。
第三类文献涉及 RTA 条款深化的经济效应。 现有文献就 RTA 不同类别条款深化对缔约国服务出口增

加值[10] 、 全球供应链韧性[11] 等的影响做了探讨。 在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影响方面, 关于 RTA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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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指的 “东亚地区” 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 而是国内外相关文献中普遍使用的 “东亚生产网络” 的范围。 与现有关于东亚区

域价值链的研究文献相一致,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中日韩和东盟。 这一范围的确定也考虑到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建设起步于亚洲金

融危机之后东盟十国与中、 日、 韩三国 ( “10+3” ) 合作的诞生。 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 实证部分选取中国 (含香港)、 日本、 韩国以及

东盟除缅甸外的 9 个经济体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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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价值链分工紧密度的研究较多, 多基于中间品贸易或增加值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贸易协定深化对

于区域价值链合作与关联具有促进作用[12] 。 有关 RTA 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复杂度影响的研究相对较

少, 且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蓝天和赵锋祥指出, 深度一体化能够促进价值链分工深化, 对复杂价值链的

作用更为明显[13] ; 而张志明等研究表明, RTA 深化推动亚太价值链合作模式由深度价值链合作向浅度价

值链合作转变[14] 。
综上所述, 既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 RTA 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影响的现有研究

多基于单一视角, 未就影响机制进行系统探讨, 对于二者的关系也需要更为全面的分析和检验, 且少有

针对东亚的研究。 相较于已有文献,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与理论机制方面, 多数文

献聚焦单一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缺少对区域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整体分工优化的系

统性分析。 本文将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解构为 “紧密度” 与 “复杂度” 两个具有明确理论内涵的维度,
并构建了整合 “贸易成本—技术创新—制度质量—投资促进” 四条作用路径的理论框架, 完整阐述了

RTA 深化影响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内在机理。 第二, 在经验识别与数据方面, 现有文献的研究区间多

集中于 2015 年之前, 且对贸易协定深度的测度多停留在国家间层面。 本文不仅将研究样本更新至 2021
年, 使研究结果更具时效性, 而且构建了经济体—行业层面的分工紧密度与复杂度指标, 将贸易协定深

度测度拓展至经济体层面, 从而为在更细颗粒度上检验异质性效应提供了可能。 第三, 在研究深度与政

策含义方面, 现有文献关于贸易协定深化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差异化影响探讨尚不充分。 本文通过异

质性分析, 揭示了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趋势提升较慢的经济体以及分工紧密度与复杂度

相对较低行业与竞争力较弱行业的分工促进作用, 并验证了 WTO-X 条款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驱动作

用, 这一结论为理解全球经贸规则演进如何重塑区域生产网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影响效应

贸易协定深化的核心是从传统的 “边境措施” 向 “边境后措施” 拓展[15] , 以 WTO+和 WTO-X 条款

为主要载体。 前者深度破解传统的市场准入问题, 降低跨境交易的显性成本; 后者协调缔约方国内的法

规与制度, 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降低由制度差异和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隐性成本, 深度一体化特征更

为显著。 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本质上是区域内要素资源不断整合与高效配置的过程, 表现为各经济体间

生产协作紧密程度加强 ( “紧密度” ) 和分工复杂程度提升 ( “复杂度” ) 两个维度, 前者强调各经济体

在生产环节上的相互依赖与协同关系, 后者体现为分工涉及生产环节的拓展、 细化和价值链的延长。 贸

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直接影响, 主要体现为对跨境生产组织边界与企业分工决策的重塑。
一方面, 随着市场准入与规则协调程度提升, 企业在进行跨国选址、 任务外包与供应链配置时面临的不

确定性与制度性交易摩擦显著下降, 跨境要素与中间品流动成本随之降低, 原本限制在单一经济体内部

的生产活动在区域范围内实现重新布局, 经济体之间逐步形成更为稳定、 频繁的生产联系, 从而在整体

上强化区域生产网络的连接强度与黏性[16] 。 另一方面, 制度预期稳定性与规则环境一致性增强, 使企业

在跨境分工中的决策周期明显缩短并降低结构性调整成本, 更倾向于在区域内部构建多阶段、 多节点的

生产布局, 并推动知识型与服务型环节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嵌套分布, 进而促进区域生产网络在功能层级

与空间结构上持续延展[17] 。 由此可见, 贸易协定深化直接改变跨境分工的组织方式与网络结构, 使区域

价值链在紧密度与复杂度两个维度同步拓展。 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
H1: 贸易协定深化在紧密度和复杂度两个维度促进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
(二) 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影响机制

贸易协定由边境措施向边境后领域的拓展和深化, 通过降低贸易成本、 推动技术创新、 提升制度质

量和促进跨境投资四条渠道, 从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条件、 能力支撑、 制度保障、 组织载体四个层面形成

协同联动, 共同推动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与演进。 本部分系统阐述贸易协定深化通过上述四条路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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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
1. 贸易成本降低渠道

贸易协定深化不仅能够降低传统的关税及非关税贸易成本, 而且通过将议题延伸至投资、 竞争政策、
法规趋同等边境后领域, 降低了信息搜寻、 争端协调、 契约执行以法律监管等隐性交易成本。 在产品内

分工条件下, 贸易成本下降对分工紧密度与复杂度具有关键影响。 一方面, 贸易成本下降有效降低了生

产协作中的信息壁垒与协调难度[18] , 这促使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更密集、 更稳定的中间品贸易联系, 强

化了跨国生产网络中相关主体的联系和合作, 进而提升了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紧密度。 另一方面, 贸易成

本降低使得原本集中于一地的生产工序拆分并分布到多个国家进行, 跨境分段生产变得经济可行[19] , 这

促进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 “碎片化” 与垂直专业化, 增加了生产任务的分割程度, 从而推动价值链结构

的延伸与区域价值链复杂度的提升。 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
H2: 贸易协定深化通过降低贸易成本, 提高区域价值链生产分工的紧密度和复杂度, 促进区域价值

链分工优化。
2. 技术创新渠道

贸易协定深化通过增强缔约国之间的技术交流、 激励研发创新、 推动技术溢出等路径促进技术创新,
而技术创新能够改变生产组织方式与任务分解结构, 对区域价值链分工紧密度与复杂度具有重要推动作

用。 一方面, 技术创新不仅降低了物理性交易成本, 而且显著减少了跨国生产协作中的沟通、 协调与监

督成本, 使得跨境分工更加可行[20] 。 企业不仅能够更精准地找到区域内合作伙伴, 还能够更高效地管理

跨境生产网络, 从而强化了分工协作的紧密度。 另一方面, 技术创新通过创造新的环节 (如研发、 设计、
高端服务等) 和推动传统加工环节改造升级, 拓展了价值链分工的边界和层次[21] 。 随着技术进步, 原本嵌

入生产内部的知识型任务得以独立出来, 在区域间重新配置, 促使价值链分工呈现出更加细化与多样化的结

构[22] 。 此外, 技术进步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替代低技能劳动并降低环节间的协作成本, 使得跨境分工

在更广泛的生产阶段上变得可行, 从而推动区域价值链复杂度的加深。 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H3: 贸易协定深化通过促进技术创新, 提高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紧密度和复杂度, 促进区域价值

链分工优化。
3. 制度质量提升渠道

贸易协定深化对缔约国之间的贸易、 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更高水平的规制要求, 要求成员遵守

旨在提高透明度和监管水平的标准化规则, 督促签署国的国内制度对标贸易协定的规制要求, 推动其监

管改革, 提升治理水平, 对制度环境较差国家 (地区) 的制度缺陷发挥了补偿作用。 一方面, 制度质量

提升能够优化营商环境, 大幅降低区域价值链分工中中间品贸易的交易成本与合规成本, 同时有效降低

政策不确定性, 为长期稳定的生产合作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23] , 从而有助于各经济体更深度地融入区域

价值链分工优化, 强化了区域价值链的稳定性和紧密度。 另一方面, 制度质量提升不仅改善了营商环境、
降低了制度摩擦, 还有效减少了因制度差异导致的市场分割[24] , 从而提高了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

动程度。 这有利于各经济体依托各自的要素禀赋和区位优势在更细分的环节上实现专业化分工, 推动价

值链活动的空间布局延伸与功能结构拓展, 促进区域生产分工复杂度提升。 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
H4: 贸易协定深化通过改善制度质量, 提高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紧密度和复杂度, 促进区域价值

链分工优化。
4. 投资促进渠道

区域价值链分工的推进不仅涉及中间产品多次跨境流动, 还依赖资本更为频繁的跨国流动。 贸易协

定深化通过纳入投资便利化、 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条款, 有效打破了成员国间的投资壁垒, 拓宽了投

资领域, 并通过政策协调降低了投资的不确定性, 改善了双边投资条件, 显著提升了区域内的投资强度

与成效。 一方面, 跨境直接投资是构建跨国生产网络的直接载体, 跨国公司在区域内设立子公司或与当

地企业建立股权关联, 加速了技术、 知识、 信息与中间产品等的跨境流动, 并从组织和产权层面强化了

44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学
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双月刊) 2026 年第 3 期

经济体之间的生产协作紧密度[25] 。 另一方面, 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将资本与东道国特定要素优势相结

合, 并通过产权内部化方式对跨国任务进行更精细的配置与协调。 这使其能够在多个生产阶段之间执行

更复杂的分工结构, 不仅提高了专业化环节的组织效率, 而且推动分工深化细化, 使得更多生产环节以

及原本嵌入生产内部的知识型与服务型任务独立出来并在区域范围内重新配置, 从而促进区域价值链的

延伸与复杂化[26] 。 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5。
H5: 贸易协定深化通过促进跨境投资, 提高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紧密度和复杂度, 促进区域价值

链分工优化。

四、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前文从理论机制层面详细梳理了贸易协定深化通过贸易成本降低、 技术创新、 制度质量提升和投资

促进四条渠道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部分构建计

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借鉴吕越等采用经济体—行业层面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27] , 使用 2007—2021 年

13 个东亚经济体 35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ikt = α0 + α1Depthit + X′α + μ t + vik + ε ikt (1)

其中, i 为国家 (地区), k 为行业, t 为年份。 被解释变量 Yikt 反映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程度, 分别

为 i 经济体 k 行业 t 时期的区域价值链生产分工紧密度 (RVC_linkikt) 和复杂度 (RVC_lengthikt); Depthit

为解释变量, 表示 i 经济体 t 时期的贸易协定深度; X′为控制变量向量, 包括金融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状

况、 经济发展水平、 资本禀赋、 劳动力禀赋、 人力资本、 行业规模、 行业贸易开放度、 行业生产效率;
μt、 vik 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 经济体—行业交互固定效应; εikt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分工紧密度 (RVC_link) 和复杂度 (RVC_length) 两个指标衡量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程度。
利用区域内价值链生产分工产生增加值 (VA) 的相对大小衡量生产分工紧密度。 划分区域内生产活

动和区域外生产活动, 并根据王直等 (Wang
 

et
 

al. ) 的方法[28] , 将一国增加值分解为纯国内生产活动产

生的价值增值、 传统贸易活动产生的价值增值和 GVC 生产活动产生的价值增值。 参照董虹蔚和孔庆

峰[29] , 将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紧密度定义为与区域外生产活动相比经济体在区域内生产活动产生的增加值

占比, 计算公式如下:

R_
 

link
 

ikt =
VA_RVC ikt

VA_GVC ikt

+
Y_RVC ikt

Y_GVC ikt
(2)

其中, VA_GVC ikt 为 i 经济体 k 行业 GVC 生产活动流向区域外的增加值, VA_RVC ikt 为 i 经济体 k 行业

流向区域内国家 (地区) 的增加值; Y_GVC ikt 为 i 经济体 k 行业最终产品中所包含的来自区域外 GVC 生产

活动的增加值, Y_RVC ikt 为 i 经济体 k 行业最终产品中来自区域内国家 (地区) 的增加值。 RVC_linkikt 越

高, 表示 i 经济体 k 行业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价值链生产协作越紧密。
借鉴王直等 (Wang

 

et
 

al. ) 的方法[30] , 使用区域内生产长度衡量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复杂度。 生产长

度反映从初始投入到最终产品的平均生产阶段数, 即增加值被视作最终产出的次数, 可以区分为国内生

产长度、 传统贸易生产长度以及 GVC 生产长度。 与之不同的是, 本文计算的是东亚区域内的生产长度。
借鉴鲍晓华和谢正莹的方法[31] , 将东亚地区视为一个整体, 计算在生产过程中有多少环节留在东亚区域

内。 区域内生产长度越长, 表示在区域内一个行业从初始要素投入到最终产品产出所经历的生产阶段数

越多, 说明区域价值链分工结构越复杂。 计算方法如下:

RVC_lengthkt =
V̂LLŶD

V̂LŶ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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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VC_lengthkt 为 k 行业在东亚内部的生产长度, V̂ 为增加值系数矩阵, L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ŶD 为区域内最终产出的对角矩阵。 分母表示为 k 行业 t 时期在区域内生产活动产生的增加值, 分子表示由

区域内增加值引致的总产出, 二者的比值为增加值在区域内被计为总产出的次数, 即区域内生产阶段数。
借鉴王直等 (Wang

 

et
 

al. ) 对生产长度进行分解和归因的思路[28] , 以一国 (地区) k 行业的增加值贡

献占比为权重将区域内各行业的生产长度分流至经济体, 得到 i 经济体 k 行业在区域内的生产长度:

RVC_lengthikt =
VAikt

VAkt
RVC_lengthkt (4)

2. 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东亚经济体之间签署的贸易协定深度衡量 RTA 深化水平 (Depth)。 RTA 深度数据来自世界

银行深度贸易协定 (DTAs) 数据库, 该数据库统计了贸易协定中 52 项条款的覆盖情况以及每项条款的法

律可执行性。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家 (地区) 之间的贸易协定深度, 需要综合考虑不同贸易协定的

条款深度。 借鉴铁瑛等[15] , 在多个贸易协定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选用贸易协定深度条款覆盖情况的并集

反映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协定深度。 在考虑法律约束力的情形下, 对贸易协定中所包含的所有条款深度进

行加总, 得到 i 经济体与 j 经济体 t 时期签署的贸易协定深度指数, 计算公式如下:

total_depthijt =
∑

52

k = 1
provisionk

ijt
 

Max
 ∑

52

k = 1
provisionk

ijt( )
(5)

其中, provisionk
ijt 为 t 时期 i 经济体与 j 经济体之间 k 条款的深度, 分母表示 RTA 条款可能达到的最大

赋值。
为了得到 i 经济体在区域内贸易协定深度的总体水平, 借鉴杨连星等[32] 加总国家对—年份层面深度协

定数量的思路, 将 t 时期 i 经济体与区域内其他缔约方的双边贸易协定深度指数加总, 计算公式如下:

Depthit = ∑
j∈R

total_depthijt (6)

其中, j 为区域内 i 以外的其他经济体。 该指标从总体视角累积一经济体同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协

定深度, 便于比较同一区域内各经济体的贸易协定深化程度。 进一步地, 为分析不同类型条款的差异性

影响, 按照上述思路分别构建 WTO+条款和 WTO-X 条款深度指数, p 为 WTO+条款序号; x 为 WTO-X 条

款序号。 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WTO +depthit = ∑
j∈R

∑
14

p = 1
provisionp

ijt
 

Max
 ∑

14

p = 1
provisionp

ijt( )
(7)

WTO -Xdepthit = ∑
j∈R

∑
38

x = 1
provisionx

ijt
 

Max
 ∑

38

x = 1
provisionx

ijt( )
(8)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1) 金融发展水平 ( fin): 采用私人部门信贷与 GDP 的比值作为一国金

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2) 基础设施 ( infra): 选取一国宽带使用占比刻画其基础设施情况; (3) 经济发

展水平 (pgdp): 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4) 资本禀赋 (capital): 使用资本

形成总额作为资本禀赋的代理变量; (5) 劳动力禀赋 ( labor): 为突破传统劳动力数量的静态统计局限, 反

映区域劳动力禀赋的实际可利用丰裕度, 使用劳动参与率作为劳动力禀赋的代理变量, 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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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要素丰裕度的动态量化升级; (6) 人力资本 (human): 选取高等教育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7) 行业规模 (scale): 使用行业总产出作为行业规模的代理变量; (8) 行业贸易开放度 (openness): 使用行

业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重来衡量; (9) 行业生产效率 (efficiency): 使用行业增加值与其总产出的比重来衡量。
4.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 2007—2021 年 13 个东亚经济体 35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区域价值链分工紧密

度与复杂度指标基于亚洲开发银行 (ADB) 投入产出数据库计算得到, RTA 深度测度所需数据来源于世

界银行 DTAs 数据库, 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 ADB 数据库和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对样本中存在的少量缺

失数据依据历史变动趋势进行预测补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VC_link 区域价值链分工紧密度 6
 

500 1. 947
 

1 1. 240
 

1 0. 436
 

8 15. 849
 

5

RVC_length 区域价值链分工复杂度 6
 

825 0. 179
 

0 0. 295
 

4 0. 000
 

0 2. 768
 

2

Depth 贸易协定深度 6
 

825 1. 291
 

6 0. 981
 

1 0. 096
 

2 3. 942
 

3

WTO+depth
 

WTO+条款深度 6
 

825 3. 214
 

3 2. 065
 

4 0. 357
 

1 8. 392
 

9

WTO-Xdepth
 

WTO-X 条款深度 6
 

825 0. 58
 

33 0. 597
 

7 0. 000
 

0 2. 302
 

6

fin 金融发展水平 6
 

825 1. 027
 

5 0. 574
 

2 0. 06
 

54 2. 594
 

7

infra 基础设施 6
 

825 14. 266
 

2 13. 340
 

5 0. 018
 

8 44. 268
 

2

pgdp 经济发展水平 6
 

825 17. 922
 

0 18. 735
 

7 0. 631
 

3 69. 821
 

5

capital 资本禀赋 6
 

825 25. 045
 

0 2. 124
 

7 20. 761
 

4 29. 670
 

7

labor 劳动力禀赋 6
 

825 65. 869
 

6 5. 196
 

5 54. 750
 

0 77. 200
 

0

human 人力资本 6
 

790 4. 566
 

9 2. 644
 

6 0. 751
 

5 10. 313
 

6

scale 行业规模 6
 

547 9. 039
 

5 2. 905
 

7 -5. 476
 

3 15. 447
 

6

openness 行业贸易开放度 6
 

825 0. 012
 

5 0. 031
 

3 0. 000
 

0 0. 373
 

7

efficiency 行业生产效率 6
 

547 0. 355
 

8 0. 137
 

1 0. 001
 

1 0. 693
 

1

区域价值链分工紧密度 (RVC_link) 的平均值为 1. 947
 

1, 表明东亚整体已形成较为紧密的地区生产

协作网络; 但其标准差较大, 为 1. 240
 

1, 说明不同经济体与行业的嵌入程度存在差异, 区域价值链分工

呈现不均衡特征。 分工复杂度 (RVC_length) 的平均值较低, 仅为 0. 179
 

0, 说明东亚区域价值链生产环

节延伸程度有限; 但最大值明显高于平均值, 表明部分行业已进入多阶段复杂分工模式, 部分行业仍处

于简单环节延伸阶段。 体现出区域价值链内部结构升级的发展态势。 贸易协定深度 (Depth) 的平均值为

1. 291
 

6, 表明东亚地区制度合作深化趋势明显; 但其标准差为 0. 981
 

1, 离散程度较高, 反映出制度一体

化进程在不同经济体存在较强异质性。 WTO-X 条款深度的平均值明显低于 WTO+条款, 说明东亚经济体

在传统议题上的制度合作较为成熟, 而在 “边境内措施” 领域仍存在较大深化空间。
从样本经济体比较来看, 中国在贸易协定深度方面处于中等水平, 高于多数东盟国家, 但低于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经济体, 表明中国在参与区域制度一体化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在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方面,
中国呈现出高复杂度、 低紧密度的结构性特征, 这与中国在地区生产体系中连接东亚与全球的枢纽地位高度

契合———一方面, 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中承担较多生产环节; 另一方面, 对区域外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市场具有

较高依赖程度。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2 列出了贸易协定深化对东亚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列 (1)—列 (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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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3)—列 (4) 分别报告了东亚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紧密度和复杂度影响程度的估计结果。
东亚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内部分工协作紧密度和分工结构复杂度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 RTA 向边

境后条款延伸推动了经济体之间的分工协作, 加强了区域内部的生产分工联系, 并推动了地区生产分工

的细化和复杂化, 从总体影响效应层面验证了研究假设 H1。
就控制变量而言, 回归结果总体符合预期。 在国家层面, 金融发展水平、 资本禀赋、 劳动力禀赋与

人力资本均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产生正向影响, 特别是劳动力禀赋和人力资本对分工紧密度和复杂度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了区域分工复杂度, 但对分工紧密度呈现负向影响, 原因

在于其在降低区域内部交易成本的同时, 也增强了经济体与区域外价值链枢纽的连接, 在一定程度上弱

化了区域内分工联系的黏性。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促进分工复杂度提升, 但降低了区域内分工紧密度, 原

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通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供应链布局, 多元化其生产来源, 因而减少了

对区域内部分工的依赖。 在行业层面, 行业规模、 贸易开放度与生产效率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均具有

积极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分工复杂度提升方面。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RVC_link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ength

Depth 0. 244
 

0∗∗∗ 0. 045
 

5∗ 0. 024
 

9∗ 0. 013
 

5∗∗∗

(0. 027
 

0) (0. 025
 

0) (0. 015
 

1) (0. 002
 

7)

fin 0. 372
 

0∗∗∗ 0. 346
 

9∗∗∗ -0. 010
 

6 0. 002
 

5

(0. 083
 

8) (0. 116
 

2) (0. 026
 

1) (0. 007
 

2)

infra -0. 011
 

0∗∗ -0. 043
 

8∗∗∗ 0. 006
 

3∗∗∗ 0. 004
 

8∗∗∗

(0. 004
 

8) (0. 006
 

8) (0. 001
 

8) (0. 001
 

0)

pgdp -0. 009
 

1∗∗∗ -0. 011
 

8∗∗∗ 0. 001
 

4∗ 0. 001
 

8∗∗∗

(0. 002
 

2) (0. 003
 

4) (0. 000
 

7) (0. 000
 

3)

capital -0. 066
 

2∗∗ 0. 119
 

1 0. 091
 

7∗∗∗ 0. 028
 

5∗∗∗

(0. 031
 

5) (0. 117
 

5) (0. 010
 

8) (0. 009
 

2)

labor 0. 035
 

1∗∗∗ 0. 038
 

5∗∗∗ 0. 002
 

6 0. 004
 

2∗∗∗

(0. 008
 

6) (0. 010
 

8) (0. 001
 

9) (0. 000
 

7)

human -0. 028
 

5 0. 106
 

1∗∗∗ -0. 052
 

1∗∗∗ 0. 014
 

5∗∗∗

(0. 017
 

9) (0. 031
 

8) (0. 007
 

5) (0. 002
 

7)

scale -0. 217
 

1∗∗∗ -0. 001
 

4 0. 005
 

6 0. 070
 

1∗∗∗

(0. 022
 

4) (0. 108
 

1) (0. 004
 

8) (0. 011
 

2)

openness 6. 393
 

4∗∗∗ 3. 643
 

8 1. 050
 

6∗∗∗ 0. 618
 

8∗∗∗

(1. 404
 

2) (2. 452
 

1) (0. 262
 

1) (0. 176
 

2)

efficiency -0. 449
 

9∗ 0. 174
 

2 -0. 063
 

0 0. 388
 

1∗∗∗

(0. 270
 

5) (0. 619
 

1) (0. 097
 

3) (0. 081
 

6)

常数项 5. 421
 

4∗∗∗ -1. 177
 

8 -2. 053
 

6∗∗∗ -1. 493
 

2∗∗∗

(0. 694
 

5) (2. 529
 

8) (0. 218
 

9) (0. 222
 

0)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经济体—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466 6
 

466 6
 

513 6
 

513

R2 0. 339
 

1 0. 717
 

6 0. 479
 

0 0. 965
 

5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到经济体—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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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生性分析

考虑到模型可能由于遗漏变量和逆向因果引发内生性问题, 本文构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 第

一, 借鉴蓝天和赵锋祥[13] , 以引力模型结合东亚经济体的地理特征变量估计各经济体与域内其他经济体

签订深度贸易协定的概率, 以此作为工具变量。 具体而言, 在引力模型中加入地理距离、 共同语言、 民

族关系、 是否接壤等国家 (地区) 特征变量, 通过计算该方程非时变因素所产生的拟合值得到工具变量。
由于地理特征本身具有外生性, 其可能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渠道已被个体固定效应吸收, 满足工具变量的

外生性要求; 并且这些因素与贸易协定深化存在明确的相关关系, 也满足相关性条件。 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回归结果如表 3 列 (1)—列 (2) 所示。 第二, 参考张志明等[14] , 使用滞后一期的贸易协定深度作为

工具变量。 滞后一期的贸易协定深度与当前贸易协定深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但对当前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

没有直接影响, 符合工具变量的条件要求。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表 3 列 (3)—列 (4) 所示。 第三,
借鉴杨连星等[33] , 构建贸易协定深化的 Bartik 工具变量, 公式如下:

Bartikit =Depthit -1 × ΔEdepthEt-1 (9)
其中, Depthit-1 表示 i 经济体贸易协定深化指标的一阶滞后项, 以此作为份额权重, 满足工具变量选

取的外生性。 ΔEdepthEt-1 表示东亚区域内贸易协定深化指标均值在时间上的一阶差分, 即贸易协定深化的

总体增长率, 以此作为冲击变量。 一方面, 东亚区域贸易协定深化的增长率与各经济体贸易协定深化存

在逻辑上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 这种增长率反映东亚区域范围内贸易协定的普遍变化趋势, 具有外生性。
以此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 结果如表 3 列 (5)—列 (6) 所示。

由表 3 可见,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大于 10%水平下的最大工具变量临界值, 排除了模型

中弱工具变量问题,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在 1%的水平下显著, 排除了模型中不可识别的问题,
说明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显示, 贸易协定深化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在

缓解内生性问题后, 东亚贸易协定深化仍然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3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ink RVC_length

Depth 0. 098
 

4∗∗∗ 0. 017
 

5∗∗∗ 0. 079
 

9∗∗ 0. 015
 

7∗∗∗ 0. 241
 

8∗∗∗ 0. 050
 

6∗∗

(0. 023
 

2) (0. 004
 

8) (0. 040
 

2) (0. 005
 

4) (0. 037
 

8) (0. 021
 

2)

Kleibergen-Paap
 

rk
 

LM 88. 76 88. 57 169. 17 170. 57 206. 13 206. 3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9
 

125. 99 19
 

004. 5 2
 

076. 25 2
 

087. 39 375. 571 379. 142

观测值 6
 

221 6
 

268 6
 

033 6
 

078 6
 

033 6
 

078

R2 0. 059
 

3 0. 037
 

2 0. 029
 

4 0. 272
 

4 0. 348
 

0 0. 485
 

6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变量。 一是基于库普曼等 (Koopman
 

et
 

al. ) [34] 对一国

(地区) 出口中所包含增加值进行分解的方法, 构造区域价值链分工紧密度的替换变量, 该指标值越高,
说明一国 (地区) 出口中包含更多的区域内增加值, 区域内生产分工联系更为密切。 二是基于对一国

(地区) 总产出中增加值来源的后向分解方法, 构造区域价值链分工复杂度的替代变量, 计算最终产出引

致的初始投入的跨境次数, 该指标值越高, 经济体在区域内经历的生产环节数越多, 生产结构越复杂。
三是使用未体现法律可执行性的贸易协定深度指数作为贸易协定深化水平的替换变量。 (2) 改变样本区

间。 为了避免 RTA 深化效应的滞后性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将 2007—2021 年的样本采用两年的间隔进行

区间划分。 (3) 数据缩尾处理。 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 对被解释变量进行 1%的缩尾处理。
(4) 考虑外生冲击事件与政策干扰事件。 一方面, 考虑到研究样本期间包含国际金融危机、 中美贸易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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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 新冠疫情等重大冲击事件, 采取如下两种处理方法。 第一, 借鉴喻春娇等[11] , 排除受外生冲击影响

的时间段, 采用 2011—2017 年的样本重新估计。 第二, 为控制上述外生冲击事件的影响, 构造 GFC、 Trade-
War、 COVID 三个虚拟变量。 其中, GFC 在 2007—2010 年取值为 1, 否则为 0; TradeWar 在 2018—2019 年取

值为 1, 否则为 0; COVID 在 2020—2021 年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将上述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加

入基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另一方面, 研究样本期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为深化跨国生产合作构

建了制度性框架, 为控制 “一带一路” 倡议的影响, 加入 “一带一路” 经济体×年份虚拟变量 (ydyl) 进行

稳健性检验。 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①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性的。
(四) 异质性分析

1. 经济体异质性

为了考察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不同的经济体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依据东亚各经济体

域内与域外中间品投入之比的变动幅度, 将其划分为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提升较快与较慢两组进行检验,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贸易协定深化显著促进区域化趋势提升较慢经济体的分工紧密度和复杂度, 而

对区域化趋势提升较快的经济体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原因在于, 对于日本、 韩国、 中国香港、 菲律宾、
越南等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提升较快的经济体来说, 已通过产业协作构建起相对稳定和紧密的区域价值

链网络, 贸易协定深化带来的制度性红利呈现递减的边际效应, 因此推动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作用不

显著。 相较而言, 中国内地、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老挝、 泰国等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提升较慢的经

济体嵌入区域价值链程度相对较低, 贸易协定深化通过降低制度性成本、 强化产业链协作、 延长与细化

产业链环节, 为其深度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有利的条件。

表 4　 区分经济体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较快的经济体 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较慢的经济体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ink RVC_length

Depth 0. 001
 

7 0. 002
 

7 0. 108
 

9∗∗ 0. 006
 

0∗

(0. 042
 

3) (0. 003
 

4) (0. 044
 

7) (0. 003
 

5)

常数项 -0. 496
 

0 -1. 776
 

6∗∗∗ -9. 332
 

7∗∗ -0. 710
 

3∗∗∗

(2. 650
 

5) (0. 312
 

4) (4. 700
 

2) (0. 263
 

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经济体—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491 2
 

513 3
 

975 4
 

000

R2 0. 728
 

8 0. 980
 

8 0. 723
 

5 0. 957
 

5

2. 行业异质性

为了进一步探讨贸易协定深化对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区分行业要素密集度和竞争力, 分别

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方面, 鉴于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在制度约束与技术扩散路径等方面可能存在显著差

异, 有必要从要素结构维度对行业进行分组检验。 基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 ISIC
 

Rev. 4), 按照产业生产

中投入占比最高、 对产出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聚集特征, 将全部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技

术密集型三类进行分组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贸易协定深化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紧密度和复杂度的回

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而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分工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复杂度提升。 由对三

05

① 限于篇幅不再详细报告, 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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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业分工优化程度的测度结果可知, 虽然三类行业的分工紧密度和复杂度均呈现上升趋势, 但技术密

集型行业的分工紧密度与复杂度均低于另两类行业。 由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分工优化程度较低, 但高度依

赖知识产权、 投资、 数据保护等制度安排, 贸易协定深化能够有效推动其在区域内形成更紧密和更复杂

的分工联系, 分工优化空间更大。 相比之下, 东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分工模式较为成

熟, 紧密度存在 “天花板效应”, 而生产流程仍具有细分潜力, 贸易协定深化通过降低协调成本、 促进区

域内要素流动等, 仍能推动生产链条延伸并提高分工复杂度。

表 5　 区分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劳动密集型行业 资本密集型行业 技术密集型行业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ink RVC_length

Depth 0. 031
 

6 0. 007
 

3∗ 0. 035
 

9 0. 015
 

8∗∗∗ 0. 074
 

4∗ 0. 011
 

4∗∗

(0. 049
 

1) (0. 004
 

1) (0. 037
 

40 (0. 004
 

8) (0. 044
 

3) (0. 005
 

4)

常数项 2. 210
 

5 -1. 213
 

0∗∗∗ 0. 494
 

3 -1. 789
 

4∗∗∗ -6. 518
 

0∗ -0. 910
 

4∗∗

(3. 770
 

8) (0. 302
 

5) (4. 989
 

6) (0. 399
 

5) (3. 488
 

3) (0. 399
 

2)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经济体—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080 2
 

126 2
 

446 2
 

447 1
 

940 1
 

940

R2 0. 742
 

0 0. 975
 

1 0. 685
 

4 0. 961
 

7 0. 753
 

5 0. 952
 

2

另一方面, 行业国际竞争力差异可能影响其嵌入区域价值链的方式与深度, 因此需要进一步从竞争

优势视角对行业加以划分。 利用 RCA 指数①对行业是否具有竞争力进行区分,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贸易协定深化能够显著提升不具备竞争力行业的分工紧密度和复杂度, 深度贸易协定的签署能够有效降低此

类行业的交易成本, 为其加强分工协作和细化生产环节创造便利条件, 有助于此类行业通过加强区域内部生

产分工联系弥补竞争力的不足。 对于具备竞争力的行业, 由于其与域内和域外均存在较强的生产分工联系,
贸易协定深化对其紧密度提升没有显著影响, 但仍能通过促进生产环节进一步细分与价值链延伸, 推动分工

复杂度持续提高。 总体来看, 贸易协定深化在行业层面呈现明显的边际差异: 对区域分工水平和竞争力较低

的行业具有 “嵌入式增益” 效应, 而对分工较为成熟以及具备竞争力的行业主要表现出 “结构延展” 效应。

表 6　 区分行业竞争力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具备行业竞争力 不具备行业竞争力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ink RVC_length

Depth 0. 018
 

6 0. 014
 

1∗∗ 0. 059
 

9∗∗ 0. 013
 

7∗∗∗

(0. 045
 

6) (0. 006
 

0) (0. 029
 

5) (0. 002
 

7)

常数项 -5. 818
 

5 -1. 945
 

7∗∗∗ -0. 526
 

6 -1. 403
 

9∗∗∗

(7. 035
 

7) (0. 411
 

0) (2. 350
 

7) (0. 262
 

1)

15

① 显示性比较优势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指数, 计算公式为 RCAij =
Xij / ∑

n

j = 1
Xij

∑
m

i = 1
Xij / ∑

m

i = 1
∑
n

j = 1
Xij

, 指数值大于 1 表明具有国

际竞争力, 指数值小于 1 表明竞争力较弱。 计算所需数据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 ADB 数据库。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学
报



2026 年第 3 期 董书慧, 赵倩茹, 胡昭玲: 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影响

表6(续)

变量
具备行业竞争力 不具备行业竞争力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ink RVC_length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经济体—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77 1
 

977 4
 

470 4
 

517

R2 0. 774
 

9 0. 974
 

8 0. 694
 

6 0. 958
 

4

3. 条款异质性

为了分析不同类型条款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差异性影响, 本文区分 WTO+条款和 WTO-X 条款分

别计算深度指数, 进行异质性分析, 结果如表 7 所示。 WTO+条款和 WTO-X 条款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

紧密度和复杂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 WTO-X 条款深度对分工紧密度和复杂度的影响均大于 WTO+条
款。 WTO-X 条款涉及边境内措施, 既是对 WTO+条款中传统投资和知识产权等规则的进一步延伸, 又涵

盖了创新、 研发、 竞争政策等新兴领域, 成为促进区域内部生产分工联系和分工结构复杂化的重要来源。

表 7　 区分条款类别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RVC_link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ength

WTO+Depth 0. 021
 

4∗ 0. 006
 

8∗∗∗

(0. 011
 

2) (0. 001
 

3)

WTO-XDepth 0. 075
 

6∗ 0. 020
 

1∗∗∗

(0. 044
 

3) (0. 004
 

7)

常数项 -1. 182
 

4 -1. 162
 

1 -1. 502
 

5∗∗∗ -1. 479
 

0∗∗∗

(2. 529
 

1) (2. 529
 

0) (0. 222
 

7) (0. 221
 

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经济体—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466 6
 

466 6
 

513 6
 

513

R2 0. 717
 

6 0. 717
 

6 0. 965
 

5 0. 965
 

5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 贸易协定深化对于分工水平较低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不具备竞争力行业的分工

优化作用更为明显。 为进一步探究两类条款的异质性影响, 分别以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不具备竞争力的行

业作为样本再次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8 和表 9 所示。 WTO-X 条款对上述两类行业分工紧密度和复杂

度的促进作用均大大高于 WTO+条款, 反映出 WTO-X 条款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关键作用。

表 8　 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条款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RVC_link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ength

WTO+depth 0. 035
 

9∗ 0. 006
 

1∗∗

(0. 018
 

8) (0. 002
 

4)

WTO-Xdepth 0. 131
 

1∗ 0. 019
 

6∗∗

(0. 076
 

6) (0. 00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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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变量
(1) (2) (3) (4)

RVC_link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ength

常数项 -7. 444
 

2∗∗ -7. 434
 

3∗∗ -1. 052
 

4∗∗∗ -1. 039
 

4∗∗∗

(3. 589
 

0) (3. 606
 

0) (0. 383
 

7) (0. 378
 

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经济体—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940 1
 

940 1
 

940 1
 

940

R2 0. 754
 

5 0. 754
 

6 0. 953
 

3 0. 953
 

3

表 9　 对不具备行业竞争力的条款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RVC_link RVC_link RVC_length RVC_length

WTO+depth 0. 026
 

3∗∗ 0. 006
 

7∗∗∗

(0. 013
 

2) (0. 001
 

3)

WTO-Xdepth 0. 108
 

2∗∗ 0. 021
 

6∗∗∗

(0. 052
 

7) (0. 004
 

6)

常数项 -0. 502
 

5 -0. 542
 

5 -1. 409
 

5∗∗∗ -1. 393
 

9∗∗∗

(2. 347
 

1) (2. 353
 

2) (0. 263
 

1) (0. 260
 

8)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经济体—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470 4
 

470 4
 

517 4
 

517

R2 0. 719
 

5 0. 719
 

6 0. 961
 

8 0. 961
 

7

六、 机制检验

为了验证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 RTA 深化通过贸易成本降低、 技术创新、 制度质量提升、 投资促进四

条渠道促进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机制, 构建以下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M = β0 + β1Depthit + X′β + μ t + vik + ε ikt (10)

其中, M 为机制变量, Depth 为贸易协定深度指数, X′为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机制检验结果如

表 10 所示。

表 10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贸易成本降低 技术创新 制度质量 投资促进

Depth -0. 006
 

7∗∗ 0. 037
 

1∗∗∗ 0. 345
 

1∗∗∗ 0. 358
 

6∗∗∗

(0. 003
 

4) (0. 013
 

6) (0. 084
 

9) (0. 096
 

6)

常数项 0. 646
 

0∗∗∗ -13. 998
 

5∗∗∗ -26. 602
 

6∗∗∗ 7. 486
 

4∗

(0. 244
 

3) (2. 575
 

2) (6. 005
 

4) (3. 965
 

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经济体—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513 6
 

473 6
 

250 6
 

513

R2 0. 752
 

8 0. 854
 

1 0. 983
 

4 0. 9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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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贸易成本降低渠道

借鉴诺维 (Novy) [35] 的贸易成本测度方法, 使用经济体之间中间品贸易流量与各经济体内部中间品

贸易流量的相对大小衡量一国 (地区) 面临的贸易成本,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ostikt = ∑
j

∑
s

Iksii Iksjj
Iksij Iksji

( )
1

2(σ-1)

(11)

其中, costikt 为 i 经济体 k 行业在 t 时期的中间品贸易成本; Iksii 为 i 经济体 k 行业为 i 经济体 s 行业提

供的中间品, Iksjj 为 j 经济体 k 行业为 j 经济体 s 行业提供的中间品, Iksij 为 i 经济体 k 行业为 j 经济体 s 行业

提供的中间品, Iksji 为 j 经济体 k 行业为 i 经济体 s 行业提供的中间品; σ 为贸易产品的替代弹性值①。 cost
值越大, 说明经济体内部的中间品贸易量相对于经济体间的贸易量越大, 即贸易成本上升。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10 列 (1) 所示, RTA 深化能够显著降低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成本。 贸易成

本下降促使企业将原本内部化的生产环节在区域内进行重新配置, 提高中间品跨境流动频率, 强化投入

产出联系[3] ; 同时, 多阶段生产的组织成本下降, 有利于更多生产环节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嵌套布局[19] ,
从而提升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紧密度与复杂度。

(二) 技术创新渠道

技术创新可以从创新投入或产出角度加以衡量, 本文基于创新产出与转化能力视角, 使用经济体居

民专利申请数量与 k 行业中间品投入占比的乘积进行测度。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10 列 (2) 所示, RTA 深

化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内经济体的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提升了生产任务的可分割性与模块化程度, 降

低了跨国生产协作中的沟通和协调成本, 强化了经济体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联系[20] ; 并且, 技术能

力提升扩大了可外包任务范围, 促进新的生产环节产生与价值链延展[21] , 在增强分工联系强度的同时推

动区域价值链结构向更高层级演进。
(三) 制度质量提升渠道

采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 《华尔街日报》 联合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制度质量, 机制检

验结果如表 10 列 (3) 所示, RTA 深化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内经济体的制度质量。 制度质量改善能够提升

产权保护力度与契约执行能力[23] , 降低跨境合作风险, 提高区域生产网络的稳定性, 强化分工协作的持

续性与黏性; 并且制度环境改善还能够提高要素流动效率, 促进更多精细化生产环节在区域内布局, 有

助于提升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复杂程度。
(四) 投资促进渠道

选用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 GDP 的比值作为资本跨国流动的衡量指标,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10 列

(4) 所示, RTA 深化显著促进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资本流动。 跨境投资通过企业内部化组织安排, 将市场

交易关系转化为企业内部协调关系, 强化生产网络稳定性[25] , 提高分工紧密度; 同时, 跨国公司在区域

内部进行多环节任务配置, 形成多层级生产结构[17] , 推动区域价值链分工向更复杂形态演进。
综上所述, 贸易协定深化能够降低贸易成本、 推动技术创新、 改善制度质量、 促进跨境投资, 从而推动

区域价值链分工在紧密度与复杂度两个维度实现优化, 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H2—H5。

七、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东亚地区为例, 就贸易协定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 将区域价值链分工

优化分解为紧密度与复杂度两个方面, 采用 2007—2021 年东亚经济体细分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主

要结论如下: 第一, RTA 深化有助于提高区域价值链分工的紧密度和复杂度, 实现地区生产分工优化。 通过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改变样本区间、 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以及考虑外生冲击事件和政策干扰, 进行稳健性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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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并构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 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说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第

二, 异质性分析表明, 从经济体区域化分工趋势差异来看, RTA 深化对区域化分工趋势提升较慢的经济体,
分工优化作用更显著; 从行业要素密集度与竞争力差异来看, RTA 深化对区域价值链分工水平较低的技术密

集型行业和竞争力较低行业的分工优化作用更为明显, 对这两类行业具有 “嵌入式增益” 效应, 可同时提升

其分工紧密度与复杂度; 而对分工较为成熟的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具备竞争力的行业主要表现

出 “结构延展” 效应, 即促进分工复杂度提升; 从条款差异来看, WTO-X 条款深度对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

的影响大于 WTO+条款深度, 这一差异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不具备竞争力的行业均得到充分验证。 第三, 机

制检验表明, RTA 深化通过贸易成本降低、 技术创新、 制度质量提升、 投资促进四条渠道促进了区域价值链

分工优化。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东亚经济体之间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通过深化区域贸易协定实现地区生产分工

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也为全球经济碎片化与规则重塑背景下构建优势互补、 协同共生且具有韧性的区域

价值链体系提供了 “东亚启示”。
第一, 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提升价值链分工协作水平。 深度贸易协定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生产分工优

化, 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 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 东亚应通过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发展, 加强

经济体之间的分工与协作, 在增强区域价值链韧性的同时, 为全球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研究表明, 区域

化分工趋势不同的经济体从贸易协定深化中获益程度存在差异, 这说明东亚区域内部存在价值链分工参

与度与制度衔接程度的不均衡。 为此, 应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 降低制度差异带来的

隐性成本, 促进技术、 资本等在区域内的充分流动, 提升地区整体分工的稳定性与协同性。
第二, 加快贸易协定升级, 推进协定条款深度一体化。 WTO-X 条款较之 WTO+条款对区域价值链分

工优化的促进作用更强, 其覆盖投资、 竞争政策、 创新政策、 数据保护等新兴领域, 正是全球经贸规则

演进的方向。 东亚经济体应继续推进 RTA 的高水平谈判, 将 WTO-X 条款作为贸易协定升级、 深化合作的

重点方向, 加快新兴领域的规则对接, 推动区域价值链分工向更高层级的一体化方向演进, 并形成更具

前瞻性的制度安排, 引领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第三, 推动贸易协定差异化制定, 匹配行业异质性发展需求。 RTA 深化对不同分工水平和竞争力行

业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 因此东亚经济体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条款时, 应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发展基础、 技

术能力等异质性特征。 对于竞争力较弱的行业, 可依托制度质量提升、 投资促进、 技术合作等条款, 引

导区域内资本与生产性服务向其集聚, 加深其在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与分工地位。 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
可在协定中强化联合研发、 技术协同和人才流动等制度安排, 深化经济体在这类行业的分工合作, 推动

其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跃升。 对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则可通过服务化、 数字化升级提升生

产效率, 通过标准协调强化市场适配性, 以此提高价值链延展性与附加值水平。
第四, 中国应把握贸易协定深化带来的制度型开放机遇, 进一步提升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 当前,

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中虽具备较高的分工复杂度, 但区域分工联系相对不足。 有鉴于此, 应充分利用 RTA
深化带来的制度协调契机, 通过加强规则对接与制度环境优化, 促进资本、 技术等高效跨境流通, 提升

区域生产协作水平, 巩固和提高在区域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 在此基础上, 实现从 “生产参与” 向 “制

度协同与规则参与” 的升级, 为区域价值链分工优化和协同发展贡献更加稳定的制度供给与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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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economic
 

volatility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regional
 

production
 

division
 

of
 

labor,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rade
 

agreement
 

deepening
 

on
 

regional
 

division
 

patterns
 

is
 

of
 

great
 

practi-
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decompos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 RVC)
 

division
 

into
 

two
 

di-
mensions:

 

compactness
 

and
 

complexity.
 

Utilizing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is
 

paper
 

constructs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depth
 

of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level
 

of
 

RVC
 

division
 

optimization
 

a-
mong

 

East
 

Asian
 

economies.
 

Based
 

on
 

panel
 

data
 

covering
 

35
 

industries
 

across
 

13
 

East
 

Asian
 

economies
 

from
 

2007
 

to
 

2021,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de
 

agreement
 

deepening
 

and
 

RVC
 

division
 

optim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de
 

agreement
 

deepening
 

significantly
 

improves
 

both
 

compactness
 

and
 

com-
plexity

 

of
 

the
 

RVC
 

division.
 

To
 

alleviate
 

endogeneity
 

biase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is
 

adopted.
 

Further-
more,

 

robustness
 

checks
 

are
 

conducted,
 

including
 

replacing
 

the
 

explained
 

and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ad-
justing

 

the
 

sample
 

interval.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trade
 

agreement
 

deepening
 

on
 

RVC
 

division
 

mainly
 

operates
 

through
 

four
 

channels.
 

First,
 

it
 

reduces
 

trade
 

costs,
 

strengthens
 

input-output
 

linkages,
 

and
 

facilitates
 

the
 

nested
 

layout
 

of
 

diverse
 

production
 

segments
 

across
 

economies.
 

Second,
 

it
 

stimula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
hances

 

specialized
 

divis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economic
 

entities,
 

and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RVC
 

struc-
tures.

 

Third,
 

it
 

improves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strengthens
 

contract
 

enforcement
 

and
 

factor
 

mobility
 

efficiency,
 

thereby
 

consolidat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division
 

cooperation
 

and
 

realizing
 

a
 

more
 

refined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links
 

within
 

the
 

region.
 

Fourth,
 

it
 

stimulates
 

cross-border
 

investment
 

and
 

optimizes
 

firms􀆳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ar-
rangements

 

and
 

multi-stage
 

task
 

allocation,
 

thereby
 

increasing
 

the
 

compactness
 

of
 

regional
 

division
 

and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RVC
 

division
 

toward
 

more
 

complex
 

patterns.
Heterogeneity

 

tests
 

yield
 

differentiated
 

findings.
 

In
 

terms
 

of
 

cross-economy
 

disparities
 

in
 

regional
 

division
 

trends,
 

trade
 

agreement
 

deepening
 

generates
 

a
 

more
 

pronounced
 

optimization
 

effect
 

on
 

economies
 

with
 

slow
 

progress
 

in
 

regional
 

division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regarding
 

factor
 

intensity
 

and
 

competitiveness,
 

trade
 

agreement
 

deepening
 

plays
 

a
 

stronger
 

role
 

in
 

optimizing
 

division
 

patterns
 

for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less
 

competitive
 

industries
 

with
 

insufficient
 

regional
 

division
 

foundations,
 

presenting
 

a
 

notable
 

embedded
 

gain
 

effect
 

that
 

simultaneously
 

enhances
 

their
 

division
 

compactness
 

and
 

complexity.
 

In
 

terms
 

of
 

provision
 

heterogeneity,
 

the
 

depth
 

of
 

WTO-X
 

provisions
 

contributes
 

more
 

to
 

RVC
 

division
 

optimization
 

than
 

that
 

of
 

WTO+
 

provisions,
 

and
 

such
 

inter-provision
 

differences
 

are
 

consistently
 

supported
 

in
 

technology-intensive
 

and
 

less
 

competitive
 

industr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trengthening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ro-
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production
 

division
 

through
 

the
 

deepening
 

of
 

trade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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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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